中国戏剧自十八世纪以来，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便是“花部”戏的兴起。原本隶属于中国农村的各种“花部”戏此后争相进入城市，从而使得戏剧在整个中国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地位愈加重要。故“花部”的兴起，对近三百年的戏剧史而言尤具有特殊的意义。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以来的戏剧史类文著，在探讨“花部”兴起问题时，大都将“花部”之勃兴与“雅部”（昆曲）之衰微联系起来（所谓“花雅之争”），故“花部”兴起问题乃变为“花部”如何战胜“雅部”的过程。但从现存史料来看，自十八世纪以来，戏剧班社兼容各种腔调或花、雅同奏乃潮流之所向，伶人“昆乱不挡”乃属普遍现象，“花部”与“雅部”主要是同生并存或相得益彰的关系，而非你死我活的关系①。故我们在讨论“花部”兴起这一问题时，似应尽可能回到问题本身：努力探求“花部”兴起的客观社会环境是什么、“花部”自身的特征或长处何在，而不宜将“花部”兴起问题置换为“花雅之争”。正是出于此种认识，笔者拟重拈起这一问题试加探讨，博识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也。
今人在讨论“花部”之所指时，大多援引清乾隆时义征人李斗所撰《扬州画舫录》，李书云：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②
这就是说，“雅部”即指用昆山腔演唱的戏，而用其他地方性腔调演唱的概称“花部”或“乱弹”。众所周知，与弋阳、余姚、海盐等地方性腔调一样，明中叶时的昆山腔亦本属民间，“止行于吴中”③，唯自明嘉靖以后，因其颇得社会上层人士的青睐，文人雅士亲为之制曲（传奇）、参与其演唱，昆腔演唱其始本用（吴地）方言土语，后则用通语雅言，故昆腔戏最终成为主流社会认可的戏剧——“雅部”。雅者，正也。昆腔，官腔也，是为正声。而“花部”戏皆以方言入唱，故不得其正，为“花”、为“乱弹”。中国方言之多难以尽数，所以“花部”本不应限于李斗《扬州画舫录》列举的“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凡非以通语雅言演唱的皆可谓之“花部”或“乱弹”。由于“花部”戏都是以方言入唱，势必局限于一隅，很难通行四方。从现存史料看，清乾隆以前，各种花部戏主要流行于广大农村和一些中小城镇，极少能进入郡府一级的城市，至多是在大城市的城外活动，驻城的多是“打官腔”的昆腔。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扬州花部的情况时说：
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戏文亦间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①
李绿园乾隆四十二年（1777）完成的小说《歧路灯》，其故事、人物虽属虚构，但其对当时社会风习的反映却大致可信，小说说到开封的“花部”、“雅部”云：
这门上堂官，便与宣传官文职、巡绰官武弁，商度叫戏一事。先数了驻省城的几个苏昆班子――福庆班、玉绣班、庆和班、萃锦班。说：“唱的虽好，贴旦也罢了，只那玉绣班正旦，年纪嫌大些。”又数陇西梆子班、山东过来弦子戏、黄河以北的卷戏、山西泽州锣戏、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唢呐、郎头腔、梆罗卷，觉俱伺候不的上人。②
本文的主旨在讨论“花部”兴起之由，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所谓“花部”兴起，其主要标志便是“花部”不但流行于农村，而且通行于都市。唯其能进入文人较集中的都市，操纵话语权的文人才可能对其更多留意和记录，并因此赢得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花部”能否进入都市最为关键。
一
“花部”因何能进入城市，并最终能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由《扬州画舫录》、《歧路灯》二书可见，乾隆时象扬州、开封那样的大城市，各种花部戏虽仍主要在其城外活动，但已跃跃欲试，大有随时即进入城市的可能。促成花部入城，最直接的原因是历代清帝、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倡导。高宗弘历好大喜功，值国势如日中升，故遇事豪奢，铺张尽力，在位六十年，曾多次举行万寿庆典。如乾隆十六年（1751），值皇太后六十寿辰，京城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其中自然不可少梨园鼓吹：
皇太后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届六十慈寿，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阁楼。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竭，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瑶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辛巳岁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后皇太后八十万寿、皇上八十万寿，闻京师巨典繁盛均不减辛未，而余已出京不及见矣。 ③
参与庆典的戏班并不限于江浙，而是来自南北各省（正如今日之春节联欢晚会或全运会），故备集“南腔北调”、“四方之乐”。从数量来说，也应以花部居多④。乾隆此后又分别在二十六年、三十六年为皇太后举行万寿庆典，也为自己举行过两次万寿庆典（四十五年在热河、五十五年在京城）。每次庆典，都是从各省广征百戏，用备承应。乾隆五十五年（1790），安庆人高朗亭率著名的徽班“三庆班”进京，也正是打着为乾隆祝寿的旗帜。仁和人吴长元所撰《燕兰小谱》，记录了他自乾隆甲午年至乙巳年（1774－1785）十一年间在京所识著名旦色，其中“雅部”20人（实收18人），皆来自江浙，“花部”46人（实收39人），其中原籍直隶者15人，四川者11人，陕西3人，山西、山东各2人、河南、湖北、湖南、云南、江苏、江西六省各1人。《燕兰小谱》所录花部旦色，来自各省，应反映的是较为普遍的情况，而他们多半是借万寿庆典一类的活动来京师的。
如果说，万寿庆典促成花部进入京师，乾隆的多次南巡则直接促成花部进入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运河沿线的大都市。乾隆曾六次循例南巡，分别在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负责接驾事务主要是织造府（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和杭州织造）和两淮盐务，江南名班多被招集承差。金匮人（今无锡）钱泳（1759－1844）道光初年成书的《履园丛话》卷十二“演戏”条谓：
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清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近则不然，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矣，岂风气使然耶？①
浙江仁和人（今杭州）龚自珍（1792－1841）所撰《书金伶》文亦谓：
乾隆甲辰（1784），上六旬，江南尚衣（按，指江南织造）、鹾使（按，指两淮盐务）争聘名班。……驾且至，颇窘。客荐金德辉，辉上策曰：“小人请以重金号召各部，而总进退七短长，合苏、杭、扬三郡数百部，必得一部矣。” 鹾使喜，以属金，金部署定。②
在主流社会看来，花部鄙俗，多有伤风化，故直到乾隆年间花部一直都不被准许进入郡城（当然违规现象也始终存在），但乾隆朝多次举行的万寿庆典和南巡，在客观效果上颇类似近世全国性的戏曲会演，在这样大规模的会演中，花部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都市。
乾隆末期上层社会流行的追求豪华的风气、腐败的发展、持续的人口增长以及其后接连不断的黄河水灾，最终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深刻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朝廷再也无力有类似万寿庆典和南巡一样的豪奢之举。但道光七年（1827）改自于南府的升平署在此后的时间中对花部的兴起大有推进之功。升平署之前，内廷演剧主要由南府、景山承担。乾隆时选派太监到南府、景山学戏，称“内学”；从江南挑选伶人充当教习、招收民籍学生学戏，称“外学”。内外学曾多至两三千人，但主要演习昆、弋两腔，乾隆南巡时曾命江苏织造选送伶人进京承差，所选也主要是昆曲伶人。④继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二帝都曾对内外学大加裁减，道光一度曾将民籍人员全部退出，但自道光二十年（1840）始，又开始挑选民籍学生入升平署当差，至咸丰年间从民间挑选伶人的规模更有所扩大，咸丰十一年（1861）多至200人⑤，而且昆腔、弋腔、乱弹三类戏中，乱弹戏所占也比重突然增长，占三分之一。⑥同治年间（1862－1874）内廷仍循例从民间挑选伶人入宫承应，唯规模较咸丰时有所缩小。至光绪朝（1875－1908），因慈禧嗜好皮簧，宫廷演剧非常频繁，升平署自外边挑选名伶入内廷演戏乃成为惯例，孙菊仙、时小福、杨月楼、谭鑫培、陈德霖、汪桂芬、王瑤卿、杨小楼等外间当红的“昆乱不挡”的名伶皆曾先后应召入宫。入清宫承差，都有“内廷供奉”的名头，且赏赐甚厚，名利双收，故晚清名伶无不看重。所以升平署自咸丰年间以来，几成为选拔伶人的机构，如同例行的科举一样，且由于选拔伶人尤重“昆乱不挡”，这客观上又使得曾遭鄙夷的花部的社会地位日益尊贵。
二
乾隆中叶以后花部崛起，乾隆、咸丰、慈禧等个人的喜好与（客观效果上的）倡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乾隆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重要转变以及由此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和调整，而花部正是这一社会变动中的产物。
满人入关后，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经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极大发展，出现所谓“康乾盛世”。康熙十七年（1678）“三藩之乱”平定时中国人口约为1.6亿①，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增至2.75亿②。乾隆时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规模已超过晚明③，在运河沿线、东南沿海及交通便利的江河口都产生了许多全国性商业都市，清中叶时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人口都已超过50万，天津、临清、济宁、镇江、武汉等城市人口也都超过20万。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持久繁荣，助长了奢华风气的流行。在江南、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商业生活和消遣娱乐都较集中的都市，挥霍、奢侈之风更盛，当时人多为之兴叹。如苏州人顾公夑乾隆末年写成的《消夏闲记》有“苏俗奢靡”条：
苏郡俗尚奢靡，文过其质。……东南城向俱俭朴，今则群相效尤矣。虽蒙圣朝以节俭教天下，大吏三令五申，此风俗不可改，而亦正幸其不改也。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③
都市中发达的商业生活和消遣娱乐业，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这对生计艰难的农村人口也有较大的吸引力。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各种名目的筵席极多，凡遇重要仪式，无不有“宴”，逢“宴”也无不有“乐”。但自清初以来，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外官畜养优伶，故明中叶以来的家乐豢养之风渐次消歇，官绅逢宴多感不便。作为补偿的是，作为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自康熙年间始北京、苏州、沈阳等地先后出现一些了商业性戏馆，且日见繁荣。这些戏园最初都依附于茶馆、酒楼或饭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戏”的分量渐重，茶、酒、饭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些营业性戏馆最初多设在城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由向城中移靠④，以便利那些大多居住在内城的达官贵人看戏。前引顾公夑《消夏闲记》“抚藩禁烧香演剧”条说到苏州戏馆时谓：
治国之道，第一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宏谋）抚吴，禁妇女之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驰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如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⑤
在顾公夑看来，戏馆竟有“安顿穷人”之功，不宜禁止。“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的说法虽或有夸张，但戏馆生意甚火当属事实。
在大都市有常年开设的戏馆，在商业贸易集中的城镇，也有许多临时搭建“戏屋”。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鲜使节金昌业从辽宁出发，经山海关到北京，在记录沿路状况的燕行日记中，便有商业性“戏屋”的记载：
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屋处皆临时作箪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少或数日而罢。又转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费亦不貲。①
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鲜使节洪大容在河北玉田也看过“戏屋”类的演出：
东归玉田县，见街上设箪屋张戏。乃与银数两，拈戏目中《快活林》以试之。乃《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事也。此本与小说小异，或谓戏场之用，别有演本也。②
按，洪大容在玉田观看的《快活林》多应为花部戏。值得说明的是，玉田隶属直隶遵化州，位于今河北省东北部，前金昌业曾提及的处处可见的“戏屋”也应在遵化州或附件的顺天府（北部）、永平府或锦州府。这些地区较其他地方来说在整个清代并不算经济发达地区（顺天府为京师所在地，故稍特别），但当地“戏屋”却如此普遍，如果我们由此推论，认为当时华北、东南各省商业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可能有很多“戏屋”类的演出，当不为过。
清初以来都市、城镇中出现的戏馆、戏屋，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促成花部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商业性戏馆、戏屋出现之前，中国戏剧的演出大都是非商业性的。其演出场所主要有两大类：一为乡间之庙台，一为贵人之厅堂。乡间庙台演戏多是乡民为酬神祈福或祭祖驱邪而举行，厅堂演出则多是士夫缙绅娱宾宴客或婚丧庆祝时所用。前者一般是向戏班提前约定戏目，后者一般是主客当场点戏。在这两种情况下，戏班在戏目选择方面都没有多少主动性，都是遵命献演。特别是厅堂演出，皆重昆腔。若非如此，则显得主人礼数不周，招致物议。商业性戏馆、戏屋出现后，戏馆老板或戏班都要考虑观众口味，以便能提高上座率，所以在戏目选择方面有较大的主动性。虽然观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毕竟下层市井小民居多，故在考虑“雅俗共赏”时，往往会迁就普通观众的趣味，偏重花部。
三
如前所述，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商业性戏馆、戏屋的出现对花部之勃兴有重要意义。而清中叶以来的社会动荡、流动人口的增加，对花部之兴起也有重要影响。
何炳棣先生认为，“在清代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最佳状态（‘一个人口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点）似乎是在乾隆十五至四十年间（1750－1775）达到的。”③直到十八世纪第三个1∕4期间，当时人还几乎都将人口持续的迅速增加视为无比的福祉，但到该世纪最后25年时，深思熟虑的中国人已开始为该世纪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云：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有五六。又或餐于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盛世，人心惯于泰奢，风俗趋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农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④
在政治体制、技术水平未能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持续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全面恶化。至道光三十年（1850），中国人口已高达4.3亿。在经历了乾隆朝高度繁荣、安定之后，中国社会迎来了持续的动荡和穷困。自嘉庆元年（1796）年始，中国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动乱和战争。与本文话题最相关者，主要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暴乱和光绪初年的大旱灾。
 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自1851年金田起事至1864年天京（今南京）陷落，凡13年，战争长期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展开，太平军北证时曾一度到达北方的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天津等省市，激烈的战争给上述地区人民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七省因战争和瘟疫而丧失的人口有七千余万，约占战前总人口的37.2%。①其中江苏苏州、镇江、常州、江宁、扬州等府，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浙北各府，安徽安庆、池州、铜陵、芜湖等沿江城市，都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区，战事尤为惨烈，人口损失大都在半数以上。值得说明的是，江南、特别是苏州，自明中叶以来即是昆曲的大本营，战争可能使这里的昆班遭遇致命的打击。而从现存史料看，苏州、南京、扬州乾隆时每城昆班可能多达上百部②，但太平天国后，苏州等地的昆班已少得可怜，见于记载的仅有大章、大雅、鸿福、全福等四大昆班。喜好昆曲的缙绅阶层大多在战争中大多破产，战后再也无力于风雅之事。因战前即有许多昆班北上，故战后北京尚存的昆班的力量很可能强于苏南残存的。北京的昆曲力量过去完全依赖苏州等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但此后往北京的输送显然中断了。咸丰十一年（1861）清宫演出中乱弹戏所占比重突然增长，或可解释为咸丰帝的口味发生变化，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北京的昆曲已后备不足。自平定洪、杨之乱到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前三十多年，京师士民颇感太平（所谓“同光中兴”），笙歌不绝，戏园生意日火，花部戏班乃争先恐后涌入北京，但此时北京的昆曲则只能靠前期遗留下的一点力量支撑残局。
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军遥相呼应的是在北方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为乱的捻军。捻军引起的战乱，自1851年起至1868年终，凡18年。捻军队伍曾长期保持在十万人到二十万人的规模，战乱波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10个省区，在皖北、豫南、苏北等地区都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捻军起义所造成的社会破坏，史学界目前尚未有准确的说法，但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无疑也是巨大的。
自1854年起，因不堪汉族地主和中央政府的歧视和压榨，贵州、云南、陕甘、新疆等地区先后发生了回民暴动和起义。回民暴动和起义也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全中国大混乱的背景下发生的，从1868年到1878年整整十年的年间，清军才在著名将领左宗棠的领导之下，将新疆地区的回民暴乱平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发生的战争、暴乱都是人祸，而中国也一向多天灾。水灾、旱灾或瘟疫等自然灾害若发生于太平盛世，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组织协调下，或能使天灾引发的后果有所缓解。但若逢末世，生民则只能听天由命了。光绪二年至光绪五年（1876－1879）发生在华北地区的那场大旱灾，是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严重的一次，其所引发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许多地方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持续的旱灾又引发了大面积瘟疫和蝗灾的流行。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③
清中叶以来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动荡、灾害，使得无数农民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安天乐命，他们不得不为其生存另谋他路，龚自珍“四民奔走下贱”的感慨正由此而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和休闲娱乐高度集中的都市以及东南、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他们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水、陆交通水平也有明显提高，这也便利了流动人口较大空间的迁移。由于花部伶人各操其方言，故都有明显的地域性局限，但如今形势所迫，不得不带上简陋的行头，闯荡江湖，四海为生。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现象便是，原本隐于地下、默默无闻的各种花部纷纷涌出地表，东南、华北等地区的都市或稍有规模的城镇，都可以闻听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由此形成花部诸腔的大交汇，这将对花部进一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自乾隆末期到庚子之乱（1790－1900），这一时期是中国国家经济日趋崩溃、国民生活日益恶化的历史，此后中华民族将遭遇更深重的凌辱、侵略和灾难。但这一时期也恰恰是花部最茁壮成长的一段时期，当我们将花部的成长、壮大与民族的灾难、屈辱联系在一起时，不能不浩然长叹！
四
如前所述，花部皆以方言入唱，原本只能流行于一地（大小不等的方言区），清中叶以前的花部皆如是。清中叶前的戏剧班社也大都是一种腔调，伶人也一般擅唱一种腔调。但乾隆年间以来，由于戏班流动性的增强，跨越州府或省界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一地一种腔调、戏班一种腔调、演员一种腔调的状况也渐被打破。如李斗《扬州画舫录》便有这样的记载：
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锣锣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郡，继或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庆、萃庆、集庆为上。自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长生还四川，高郎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按，指二簧调）合京秦两腔。①
由李斗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乾隆时扬州一地至少有“昆腔”、“（扬州）乱弹”、“梆子腔”、“二簧调”、“高腔”、“锣锣腔”等六种腔调，戏班中腔调组合有“二合班”（如扬州乱弹与安庆二簧调、京腔与秦腔），也有“三合班”（如二簧调、京腔、秦腔）。一个戏班既然有多种腔调，一位演员能唱多种腔调也就很容易理解。如《扬州画舫录》就说到一位擅演《思凡》的樊大，“始则昆腔，继则梆子、锣锣、弋阳、二簧，无腔不备，议者谓之戏妖。”②擅唱多种腔调或能“文武昆乱不挡”当然不易，但当其成为一种生存的技能时，也就很容易成为艺人所刻意追求的东西。
由于昆腔作为雅部有赫然独尊的地位（至少在乾隆时仍如此），故从情理来说，花部与雅部的组合比之花部诸腔的组合更为困难，但从现存史料看，至迟在乾隆年间，已有组合花、雅为一处的班社。苏州宝仁堂书坊主钱德苍于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陆续编成的折子戏选《缀白裘》，主要反映的是当时都市流行的戏目，内中所收折子戏多属雅部，但也收录了几十出花部戏，腔调主要是梆子腔和西秦腔。这说明乾隆时的戏班中已出现昆腔与梆子腔、西秦腔的组合。与此相似的是，约成书于乾隆时的传奇《钵中莲》内中所用曲调多是雅部的南北曲，但第十四出《补缸》却有贴唱“西秦腔二犯”。③乾隆时的传奇家唐英（1682－1756）所作《古柏堂传奇》中有好几个剧本都是从花部改造来的，其中多是南北曲，但也保留了一些花部的内容。凡此都可以使我们认为，自乾隆年间起，一地有多种腔调、一班杂多种腔调、一人擅多种腔调、一戏用多种腔调，渐成为普遍现象，直至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
自乾隆年间开始普遍出现的花部诸腔杂陈或花、雅合奏，对花部更进一步的发展，最终能在都市站稳脚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不同腔调本有各个不同的声情色彩和特征，从戏剧表现的角度看，能拥有多种腔调也就是拥有多种表现手段，这无疑会增强艺术的表现力。设若杜丽娘、花木兰、佘太君、红娘这些性情气质各不相同人物出现在同一戏剧中，最理想的情况是让她们使用各不相同的腔调，而不是一律使用一种腔调，昆腔、秦腔、皮簧或滩簧。在商业性戏馆连续不断的演出中，若能使不同色彩的腔调合理插用，也必然会增加观赏趣味，提高上座率。所以乾隆以来出现的诸腔共存、花雅同奏的现象背后乃是历史的合理性。
其次，诸腔共存、花雅同奏也有利于不同品类的艺术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这其中，雅部的昆腔戏对花部诸腔的影响尤具有特殊的意义。雅部的昆曲自明中叶以来即得到文人的普遍参与，康乾年间的昆曲较其初始阶段已大不相同，作为戏剧结构体制的脚色制已趋完备，在唱、念、做、表及服装扮饰、砌末使用、排场穿插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故能赢得士夫缙绅等社会上层人物的看重。昆曲这一整套规范对于尚处紊乱、不稳定的民间状态的各种花部戏而言，无疑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天平天国战争虽然对苏州的昆曲造成致命的打击，但昆曲一脉犹未断绝，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姑苏风范”尚然可睹。由于以皮簧腔为主的徽班其活动区域与昆班基本上是重叠的，同以江南为大本营，有地利之便，故诸花部中以徽班向昆曲的学习最为切实得力，高朗亭、程长庚等徽班名伶皆以“昆乱不挡”擅名。花雅同奏对昆曲也有重要影响，但主要是“雅”降低品位、向“俗”的花部低头、靠拢，所谓“雅俗共赏”。自徽班晋京以来，初习昆曲、后改皮簧以图生存者甚多，自咸、同时的程继先、徐小香、梅巧玲到近代的周凤林、姚传湄等皆是①。当然，花雅同奏，对昆曲也不完全是坏事。昆腔戏多被称为“文戏”，这是由于自晚明以来昆曲多奏于红氍毹，这样的演出环境不利于产生较高水准的跌扑戏，但自有花雅同奏以来，昆曲因为向花部学习，也增加了一些武戏，《缀白裘》所收430出折子戏中就有不少武戏或者有武功底子才能表演的文戏。
如上所述，诸腔同存或昆、乱同台，有助于花部增强其艺术表现力，提高其艺术水准，这无疑会极大地开拓花部戏的生存空间。但花部戏若能真正如雅部昆曲一样通行四方，它必须解决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方言。如果花部戏还是象过去一样，以其诞生地的方言演唱，它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地域性局限，即使进入他乡，也很难使当地的观众成为知音。花部诸腔在试图打破地域性局限、闯荡江湖时，都曾努力向当时的通用语（清代官话）靠拢或尝试实现方言与通语结合，其中尤以皮簧腔与通语的结合最见成效。这多半应归因于向昆曲学习的传统。昆曲字韵标准有所谓“北遵中原，南遵洪武”之说，大意谓北曲唱遵《中原音韵》、南曲唱遵《洪武正韵》，因伶人多来自苏州，故昆曲唱、念不免有吴音，但从总体而言可以说是明代官话的反映（所谓“中州韵”），故昆曲字韵标准与清代官话有较多的相似性，学习昆曲字韵时中自然也就会靠近官话系统。徽班早期仍多徽、鄂等方音，因徽班长期在京师演出，又不断向昆曲学习，唱、念讲究四声阴阳，故逐渐形成以“十三辙”为规范的字韵标准，不断接近当时的通用语（官话）。自同治三年（1864）起，在京的徽班应上海戏园老板的邀请经常赴沪演出，《申报》等沪上报刊多以“京班”、“京剧”或“京腔”称之。这说明，徽班进京后，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克服了其方言局限，取得了类似“京师”官话的地位，这也是“京班”后来能通行南北的最根本原因。
其他花部诸腔与通语的结合虽不及皮簧戏，但都各有成效。秦腔、梆子腔、柳子腔等产生于北方地区，因其所用方言本与通语较为接近，故与通语的结合较易，也能拥有较广的流行地区，甚至远播南方各省。而产生于南方地区的各路高腔（包括弋阳腔）和滩簧因所用方言与通语差异较大，与通语结合较难，故多局限于其所在方言区①。而作为雅部的昆曲，由于其唱、念字音主要用前朝通语，也始终有“吴音”，不属于吴方言区的人、特别是北方人接受起来一直有困难，故与京戏相比，反倒有更多地域性局限，故其剧坛盟主地位也终被后者取代。
在指出花部或京戏自身艺术方面的特征或长处时，我们应特别强调的是，花部艺术方面的长处并不是其勃兴的根本原因，花部可以说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重要变化、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和组合的产物。对花部戏班或伶人而言，演戏主要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谋生手段，而非主动的艺术追求②，与雅部的昆班相比，戏剧表现更偏向于娱乐性、技艺性。从表现技巧或技能方面看，花部戏、特别是京戏可能较昆曲有所提高，但就总体看则是戏剧文化水准的下降。所以近三百年来花部的勃兴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并不宜理解为中国戏剧按其自身内在逻辑自然演化的结果，换言之，花部之勃兴主要是外因而非内因。而且，花部之勃兴更不宜简单地解读为一种历史“进步”。当我们解读历史陈迹时，应时刻提醒自己小心谨慎，以免陷入“成者王，败者寇”的逻辑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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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与此对照的是，传奇、杂剧的作者大多不是职业作家，他们的创作主要为抒情言志或逞显才情，功利目的很淡；而搬演传奇、杂剧的昆曲家班因有家班主人为其经济后盾，其戏剧表现与利益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故也能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